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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耶墨对话”是民国墨学复兴思潮中的一股潜流.近代以来,知识界多以基督教为墨家之“理型模板”,论及基督

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最佳参照物,亦多以墨家为例证,这些在墨学研究领域已有人论及.然则过往人们尚少措意教

会界如何看待墨家以及中国基督徒之“耶墨对话”,是为缺憾.本文试以张亦镜、王治心、吴雷川论墨学、“墨教”之诸般

观点为例以为探讨,期以对这部分相关“耶墨对话”的成果给予明确的文献定义和学派归属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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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论墨,凡涉墨家宗教部分,屡见以“耶教”(基督教)为比较对象,盖以二者教义相似、建制相

仿,且创始人耶稣与墨翟之人格相类之缘故.同时文化境遇之相似,亦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汉

代以后,儒家一教独尊,墨家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在以儒家为主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家就长

期居于小众地位.至于基督教,自其由域外传入以来,因在诸多地方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格格不入,
则未能完成像佛教那样的本土化进程.故二者之历史命运,可谓“殊途同归”.自孟子时代开始,墨家

已被儒者称为“邪说”而被力辟之;清末及至民国,国人又多以基督教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洋
教”,由是教案频发.是故耶墨二教这两大“异端”在近代中国的相遇,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奇观,
此“耶墨对话”之肇由也.近代以来,知识界多以基督教为墨家之“理型模板”,论及基督教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之最佳参照物,亦多以墨家为例证,这些在墨学研究领域已有人论及.然则过往人们尚少措意

教会界如何看待墨家以及中国基督徒之“耶墨对话”,是为缺憾.有鉴于是,笔者尝试在本文中加以

申说.

１．墨耶相遇:“夺朱之紫”,抑或“他山之石”?

晚清以至民国,中国社会上层建筑几经转易,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

问题意识在于寻索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资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文化思想资源.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

技以制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下,推动器物层面的革新.维新变法则主制度层面的

改革,维新思想家论证先王或孔孟的圣意改制与君主立宪的历史发展潮流合辙,以古学包装新说,走
“托古改制”、“以复古为解放”的渐进主义改良路线.辛亥革命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固有政治体

制之鼎革虽已成事实,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并未被彻底改变,于是又有“全盘西化”、“打

３４１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２１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呼声,集中体现为“是今非古”、“扬西抑中”,具有“全盘性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

义思想特征.
今人梳理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思想演进史,一般概括为由主张器物技术革新,进展至强调政治制

度更化,再至文化心理革命的思想纵贯线索.不过此种概括又有化约之嫌,因为知识分子提出的在

“器物”、“制度”、“文化”三方面的改革主张并非截然互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新文

化运动,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固然有所侧重,但亦绝非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最显明的例证,就是清末

民国前后几代学人均注意到的“西教”问题.
“西教”即“耶教”.自聂斯托利派于唐贞观年间入华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福传历程,迭经唐代大

秦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天主教、１８４０年以后来华的基督教,共四个阶段,尔来将近一千多

年历史.基督教因其教义和建制上的排他性以及相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使得其在中国的本

土化进程不像同为域外宗教的佛教那样顺利.尤其近代以来,基督教是随着通商口岸的打开而进入,
教会在内地的建立受到相应传教条款的保护,具有强制性,一定程度上给人予“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先锋”的印象,由是激起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的抗拒心理.外来文明的猝然输入,一方

面对中国文化中心主义产生了极大冲击,引起民族主义的逆反情绪;另一方面亦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思

考,“西教”既然作为西方世界组织秩序和文化心理的核心并造就其强大,那么“西教”中有何种积极因

素可资借鉴来振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
在此思想脉络下,墨学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介入“西教”问题探讨的一个重要中介.学人“以墨论

耶”,其中一个思路,就是“耶教墨源说”.清末及至民国,墨学地位上升,西学地位强势,儒学权威不

再,这个现实使得学人开始注意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非主流地位的墨学和在中国社会中居于异

端位置的基督教,此二家在教义、建制、理念上的相似处.通过比较他们发现,在儒家之外,尚有墨家

作为参照物,可代表中国文化来同基督教进行沟通对话.彼时学人的文化心态是“古已有之”,解释路

径为“以中化西”.谭嗣同尝云:

世之言夷狄者,谓其教出于墨,故兼利而非斗,好学而博不异.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节

用,故析秋毫之利.尚鬼,故崇地狱之说.戛戛日造于新,而毁古之礼乐.景教之十字架,矩

也,墨道也,运之则规也故其教出于墨.〔１〕

谭嗣同外,尚有诸如黎庶昌、张自牧、薛福成等,皆谓耶教源出墨教,神学本于墨学.〔２〕 然则这并

不意味着彼时学人全然肯定耶墨二教均具有正面价值,比如宋育仁认为耶墨二教相仿,然正因为耶教

取法墨教,故背离周孔,流弊同归;〔３〕郭嵩焘认为耶教“爱人如己”的教训就是墨家“兼爱”之宗旨,但
同时又指出耶墨二教远不如孔孟儒学广大精微,属下愚之教,不足惑上智.〔４〕 此皆以耶墨各擅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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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 CaiShangsi、方行FangXing主编,«谭嗣同全集»TansitongQuanJi[TanSitongCompleteWorks],(北京 Beijing:
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ZhonghuaBookCompany],１９８１),２３３．

黎庶昌云:“墨道,夏道也.今泰西各国耶稣天主教盛行尊天、明鬼、兼爱、尚同,其术本诸墨子”;张自牧云:“耶稣其教以煦

煦为仁,颇得墨氏之道.耶稣二大诫,一曰全灵魂爱尔祖,即明鬼之旨也;二曰爱邻如己,即兼爱之旨也”;薛福成云:“余常谓泰西耶稣

之教,其原盖出于墨子,虽体用不无异同,而大旨实最近”.转引自郑杰文 ZhengJiewen主编,«墨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Moxue
DuiZhongguoshehuiDeFazhan[MohismsInfluenceonChinasSocialDevelopment](济南Jinan: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Renmin
Chubanshe[Shandong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１),页２３５Ｇ２４２．

朱维铮ZhuWeizheng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GuosongtaoShixijiLiuzhong[GuoSongtaoandOtherEnvoysRecorded
SixKindsofWesternStories](北京 Beijing: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ShenghuoDushuSanlianShudian[LifeXinzhiSanlian
Bookstore],１９９８),３９７．

杨坚 YangJian编:«郭嵩焘诗文集»GuosongtaoShiwenji[CollectionofGuoSongtaosPoems](长沙 ChangSha:岳麓书舍

YueluShushe[YueluPress],１９８４),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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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儒家与这两家相比更为优越.由之可见,“耶教墨源说”在很大程度上仍难脱离以儒家为衡量准绳

的言说传统,墨学在这种中西文化比较中的身位止于充当儒家的替代物,其所谓“比较”自然也容易流

于牵强附会.一如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西学中源说”,“耶教墨源说”背后潜隐着同样的民族主义情

绪,即谓西学源出中学,西教源出中教,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
此后,“耶教墨源说”的影响渐由知识界扩展至教会界,中国基督徒开始投注精力研治墨学,产生

了一批“耶墨对话”的思想成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基督徒完全接受基督教乃源出于墨家、甚至

墨家足以和基督教等量齐观的设定.由于历史上儒家正统天然排斥墨家,视之为异端邪说,加之明清

以来西洋传教士如利玛窦(MatteoRicci)、马里逊(RobertMorrison)、艾约瑟(JosephEdkins)、李提摩

太(TimothyRichard)等人的文化福传事工以“耶儒对话”为主流,使得中国基督徒在从事“耶墨对话”
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拘守孟荀“辟杨墨”的遗传,不敢对墨家墨学有所亲近.〔５〕 例如清末基督徒黄

治基在其著作«耶墨衡论»中录有一事:“余忆童时,从师受举业.师敬某教士为人,撰句为赠,援墨之

兼爱为比.某教士怒,欲兴舌战而报复焉.余亦私怪吾师既敬其人,何乃相侮若此”.〔６〕 其友方鲍参

在该书序言中亦言到:“我国士大夫,闭目不视,掩耳不听.始以孔教为胜,继以墨子为东方之耶稣.
岂不谬哉!”.〔７〕 黄治基所记和方鲍参所言,体现了教会人士在面对墨学时的复杂心态———西洋传教

士并不悦被人以墨家信徒来相比拟,中国基督徒亦认为此举有拔高墨家贬低基督教之嫌.
秉持这种立场的基督徒往往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他们所做的“耶墨对话”工作多有辩道卫教

的色彩,即以基督教的标准来评判墨学,并对“耶教墨源说”所产生的“耶墨同源”甚至“是墨非耶”的观

点做出来自教义神学方面的反击和回护.例如有中国教会护教先锋之称的张亦镜在其著作«耶墨辨»
中开宗明义指出“耶墨之辨,与耶儒之辨同,皆在神人分别也”、〔８〕“墨子亦一生徒也”,〔９〕耶稣与墨翟

是神人天渊之别,师生高下之分,完全不可等量齐观、同日而语;又谓墨翟及其学说,“一篇中有一二笔

极有其师之精到也,余则瑕瑜不掩,而未能竟体一致”;〔１０〕且坚持基督教本位主义立场,“以较其师所

择,自首自尾,无懈可击者,相去为壤.则吾辈择师而从,将师其徒乎? 抑师其师乎? 此不待智者而决

矣”,墨学之优胜已为基督教充量包含,基督徒追求真理无须假墨学为援手,不为耶墨间似是而非的相

类处所动摇.〔１１〕

由之可见,基督教与墨家的“相遇”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欲通过文明对

话的方式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其首选可资进行对话的对象,习惯性倾向儒学.限于对

墨学的了解以及墨家为“异端”的既定印象,使得他们对“耶墨对话”之态度,常常有所保留.这种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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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以来,基督教自西徂东传入中国,产生了一批以儒家背景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基督徒,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这

些基督徒奉教以先,都是儒者出身,多遵循“补儒易佛”的“利玛窦方法”,甚至于将耶儒并举.在这些“儒家基督徒”眼中,渗入佛道的宋

明理学为儒学歧途,信仰天教(基督教)即廓清儒家圣贤之道.在这此言说传统影响下,不少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也都把墨学目为等

同于佛道、宋明理学的异端.他们大多认可孟荀辟杨墨.在“耶教墨源说”兴起之前,中国基督徒在从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不乏

对墨学持贬斥态度之学者.例如清中叶基督徒张星翟就将自己皈依天主教的认信经历比拟为朱子辟佛老和孟子辟杨墨.在其著作

«天教明辩»中,他言到:“世之儒者,皆儒名而墨行者也,以其皆从佛也.予归天教,是弃墨而从儒也.孔子尊天,予亦尊天;孔孟辟异

端,予亦辟佛老.奈世之人不知天教之即儒耶,又不知天教之有补于儒也”.转引自吴莉苇 WuLiwei,«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

与权力的较量»ZhonguoLiyiZhizheng———WenmingDeZhangliYuQuanliDeJiaoliang[TheDisputeofChineseEtiquette———The
TensionofCivilizationandTheContestofPower](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Classic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７),８２．

黄治基 HuangZhiji,«耶墨衡论»YemoHenglun[ComparisonBetweenMohismAndChristianity](上海Shanghai:美华书局

[MeihuaPress],１９１２),２．
同上书Ibid,第２页．
张亦镜 ZhangYijing,«耶墨辨»YemoBian [Discriminationbetween MohismandChristianity],«真光丛刊»Zhenguang

Congkan[ZhenguangSeries](上海Shanghai:中华浸会书局 MeihuaJinhuiShuju[ChinaBaptistPress],１９２８),３５．
同上书Ibid,第４２页．
同上书Ibid,第４２页．
同上书Ibid,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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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当代在中国教会界仍有所反映.例如当代著名神学家何世明先生即坚持认为,基督教信仰与墨

子之学绝无任何兼容之处:〔１２〕

至于墨家之徒,既倡兼爱之说,又道明鬼之论,其说最易与基督教之信仰混淆不清.而就

事实言之,则墨子之说,亦未可谓其于基督教绝无近似之点.然而墨家者流,动辄言利,而且必

言大利,甚至为此大利之原因,不惜尽闭天下之心声,而倡言非乐,此与基督之不忽乎小子中之

一个而以天国之生长,喻之谓芥菜之种籽的那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博爱仁厚之情怀,其相去之

远,实诚不知其几千万里.至其所明之鬼,其目的只在于赏贤而罚暴,而绝无与其所言之兼相

爱,且所言之鬼,又为山川鬼神之鬼,是以墨子虽亦言天志,言上帝,但其在上帝之外,又另有多

神之观念,盖甚显明.是以我们若真欲随墨子之后以寻求上帝,则我们所寻得之上帝,必如墨

子之流,既刻薄而寡恩,又精打而细算,开口言小利,闭口言大利之上帝.而由此更进一步,则

更有陷于多神论之危机性.

可见,以黄治基、方鲍参、张亦镜、何世明为代表的神学立场偏向保守的中国基督徒群体,其思想

处境无疑具有护教卫道的面向.近代兴起的“耶教墨源说”固然引起教会界人士的关注,然而在这些

基督徒看来,“耶教墨源说”及其衍伸的“耶墨对话”的认知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破坏基督教教义的

完备性和真理性,使得中国基督徒在神学认知上出现严重偏差.无论是推崇“耶教墨源说”的教外人

士还是反对将耶墨等同的中国基督徒,他们在处理基督教与墨学之关系时都遵循着相同的思维逻辑,
即秉持一种“以我为主”的文明对话模式.于前者而言,是要使基督教墨学化,以回应西学的冲击.以

墨证耶的本质是扬墨抑耶、扬中抑西;于后者而言,是要使墨学基督教化,其目的乃出于回应“耶教墨

源说”及“耶墨对话”中的谬种流传,以证明基督教为普世唯一真理,从而为福音叩开中国磐石预备

道路.
当然,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存门户之见.对墨学持有相对包容态度的基督徒,就有王治心、吴雷川

等.王治心著有«墨子哲学»,该书将墨学分为关涉宗教道德的“爱”(墨学十论)与关涉哲学知识论的

“智”(«墨经»)两个部分进行探讨.对于墨学之“智”,王治心给予了高度赞赏,以之为墨学中最有价值

的内容.〔１３〕 对于墨学之“爱”,王治心亦不乏褒扬之词,他认为“墨子的学说很近于宗教”,〔１４〕整个“墨
学十论”全都出于墨家“宗教上爱的精神”,〔１５〕且耶墨二家“爱观”相近,“有普爱人类而无差别的,一如

耶稣之博爱,墨子之兼爱,一切平等而无分别”;〔１６〕吴雷川着有«墨翟与耶稣»,他在书中指出“墨耶二

圣心理相同”,〔１７〕墨翟人格与耶稣人格最近,墨翟学说和耶稣教训合辙,耶墨二家之联系在宗教和社

会主义.〔１８〕 他又认为“墨耶一派能应付现今中国的需要”,〔１９〕二家在社会改造的主张上并行不悖.国

人应效法耶墨二人的宗教人格来从事心理建设,追随耶稣墨翟的社会主义理想来变革社会制度,以拯

６４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何世明 HeShiming,«从基督教看中国孝道»CongJidujiaoKanZhongguoXiaodao [ViewingChineseFilialPietyfrom
Christianity](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ZongjiaoWenhuaChubanshe[ReligionandCulturePress],１９９９),１０７．

王治心 WangZhixin,«墨子哲学»MoziZhexue [Moziphilosophy](南京 Nanjing:宜春阁印刷局 YichungeYinshuaju
[YichunPavilionPress],１９２５),３．

同上书Ibid,第１８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８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８页．
吴雷川 WuLeichuan,«墨翟与耶稣»ModiYuYesu[MoDiandJesus](上海Shanghai:青年协会书局 QingnianXiehuiShuju

[YouthAssociationPress],１９４０),１６６．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１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７５页.YouXilinandPaulosHuang,”TheContemporary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alMechanismfor

KnowledgeInnova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WesternStudies(www．SinoWesternStudies．com),１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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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弊.相较于前述持卫道主义的基督徒,张纯一、王治心、吴雷川的“耶墨对话”无疑具有相对开放的

跨界视角,他们对墨学抱有一定的同情与理解,没有将墨学简单目为是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化的阻碍者

或耶稣福音落地中国社会的前驱预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墨学有利于基督教的自我更化,从而

避免以基督教为唯一“判教”标准衡量墨学价值的狭隘立场.
普世诸宗教文明处理自身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范式,大体而言无非包容或者排他.宗教认信个体

及宗教认信群体既根据自身传统来评判他者传统,又藉由介入他者传统来调整对自身传统的认知.
中国基督徒在面对墨家的历史传统、在处理墨学经书文献的时候,就体现了这种既要进入又须出离的

复杂心态.在某些时候,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或个人思想的转变,都有可能造成对自身传统及他者

传统的认知迁移.如黄治基、张亦镜、何世明等深度委身自身信仰的基督徒,则其“耶墨对话”的范式

就偏向保守而排他;如王治心、吴雷川等对墨学持开放心态的基督徒,则其“耶墨对话”的范式就在一

定程度上兼顾多元共在.相较于前者,后者希望在保守基督教要义的基本前提下尽最大善意去理解

墨子学说,则更体现具有认信背景的宗教信徒在从事客观学术研究时的“混杂心态”.
何言“混杂”呢? 中国基督徒的“耶墨对话”,的确对基督教和墨家做了“别分同异”的工作.有的

侧重在“异处”(如保守立场的基督徒),有的侧重在“同处”(如开明立场的基督徒).〔２０〕 若以今天人文

社科领域的“比较研究”范式进行考量,则大可将之归为“比较哲学”中的“跨文化比较”范畴;同时,中
国基督徒的“耶墨对话”,又不仅仅是旁观性、还原性的“平行比较”.他们对中国墨学的诠释和阐发,
往往带着来自自身信仰的“前见”,故“开明派”基督徒的“耶墨对话”,除了«圣经»和«墨子»的文本比较

工作外,还在神学和墨学之间做了互相印证、互相发明、互相光照(ReciprocalIllumination)的工作.
墨子墨家墨学在他们的“耶墨对话”中还充当了宣教布道之工具和福音落地中国之预备的角色,这种

对话模式一定程度上又接近“宗教对话”中的“宗教间的诠释学”.
在中国基督徒从事“耶墨对话”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某些地方,墨学被他

们看作是基督教的阻碍,两者绝对异质、不可通约,所谓“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乱雅”;又在某些地方,墨
学可被他们引为基督教的盟友,可作奥援,并互相对话,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混杂”来源于

“对话”,“对话”又加剧了这种“混杂”,客观研究和宗教情感绞缠在一起,神学与墨学彼此交汇.故当

我们考察这种不免带有相当主观性的墨学研究时,犹须措意何者为他们对墨学的学术观点,何者为他

们借墨论耶的神学言诠.毕竟中国基督徒对耶墨二家教义孰为殊胜、耶墨人格何者更高所做出的任

何断言,多少都与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背景和宗教信徒身份有关联.无论其观点多么开放,或多么保

守,究其然不会脱离“宣教”“护教”的意识形态考量.
学界对“耶墨对话”的讨论历来缺乏.究其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是在汉语神学和中国教会史领

域,学者主要注目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基督教如何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等相关议题,“耶墨

对话”往往被“儒耶对话”、“佛对话较”、“道耶对话”等更为主流的议题所遮蔽;其二是在墨学研究领

域,学者一般不将“耶墨对话”的著作视为“墨学作品”,而是目为“神学作品”.故基督徒论墨之成果,
多被置于近代中国墨学发展史的潜流地位,未能给予恰当关注.笔者则认为,中国基督徒以基督教来

理解墨学并评判墨学的论墨成果,也应被视为“墨学作品”,或者一种“基督徒墨学”,其所呈现出来的

７４１

〔２０〕 笔者在此指出,这样的比较,当然原则上应该是同异并重.因为就比较研究的出发点而言,一般会有两种情况:一是被比较

的双方的相同点已被普遍认识,其差异性有待揭示;二是被比较的双方之区别已被普遍认识,相同点正待揭出———即所谓“同中求异,
异中求同”.对“耶墨同源”“耶墨等同”进行驳斥,就侧重在揭示“异处”,如张亦镜.但又由于«圣经»和«墨子»确为本来不存在太多关

联的“异者”或“互为他者”,且相比明末以来已有百年历史的、由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儒生共同开发出来的“儒耶对话”之路径和经验,“耶
墨对话”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课题.这又造成了中国基督徒在比较基督教与墨家、«圣经»与«墨子»、耶稣与墨翟时,也须注意两者

相通的地方.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客观了解何为墨学的学术需要,一方面也可借由揭示“耶墨相通”之处来配合基督教在华的文化福

传策略,此方面的代表有吴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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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墨家墨学之面貌形象,自当与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方授楚等教会外学者的论墨成果中所呈现出

的墨子墨家墨学之面貌形象有所不同.
民国以来,凡涉墨家宗教之维的探讨,学者历多以基督教为墨家在宗教上的“理想形态”(Ideal

Model),或以墨家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最佳参照物和比较对象.故考察中国基督徒对墨子墨家

墨学之省思和问题意识,有利于拓展中国墨学发展史的研究范畴,并丰富墨学在文明比较和现代性诠

释等领域上的思想资源.下文中,笔者将以“耶墨对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基督徒———张亦镜、王治

心、吴雷川为例展开研讨,期以厘清“耶墨对话”中所涉“耶墨关系”“耶墨异同”的不同致思路径,并藉

此归纳从事“耶墨对话”之基督徒所认为的耶墨二家的“重叠共识”部分和本质相异部分.

２．选择性审判———以张亦镜«耶墨辨»为例

张亦镜(１８７１－１９３１)是近代中国教会史上最有文字建树的“护教士”,他发表过大量“辩道卫教”
的文章,曾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张亦镜以«真光»(后为«真光杂志»)、«大公时报»等基督教刊物为

阵地,其文字工作主要集中于为基督教之教义、组织作辩护,澄清世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反击反教人士

对基督教的指控.张亦镜撰有«耶墨辨»,专门辨析墨家与基督教的不同.该文见刊于１９１１年«真光»
第１１２册,后收录进上海浸会书局发行的单行本«真光丛刊».«耶墨辨»开宗明义即言:

耶墨之辨,与耶儒之辨同,皆在神人上分别也.中国士子,贵儒而贱墨.其对于耶教,自不免抑使

异所贵而同所贱.然而耶教自有真,固不在人之所贵而始贵,亦不因人之所贱而遂贱.兹微论其与墨

实大有不同;就令果有同点,亦何害其为耶.负曝是温,围炉亦是温,其为温虽同,究之日自日,炉自

炉,不能以炉日同能温,而遂曰炉即日,日即炉也.〔２１〕

张亦镜认为,孟子以道统自任厚诬墨子实出于嫉妒,后儒又循孟子遗传,实不可取.〔２２〕 张亦镜的

观察确有其理.由于“贵儒贱墨”的历史惯性,中国人视耶如墨,以为大有通约之处,实际上是将二者

一同贬抑.后世儒家士君子在面对外来异质文明冲击的时候,例如在“三武一宗”或明清教禁中,都不

免将佛教、基督教目为类同墨家的邪说加以排斥,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悖逆儒家言说

传统而一同沦为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弱势群体,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和墨家在先秦时代的遭遇形

成一种奇妙的呼应.
当然,张亦镜同情墨学不代表就认可“墨耶等同”.其实在上段引文中,他已经指示到,由于“贵儒

贱墨”的历史惯性,中国人视耶如墨并以为大有通约之处,实际上是借贬墨来抑耶———“抑使异所贵而

同所贱”.在１９１０年写作的«耶儒辨»中,张亦镜已提出“耶儒之别犹日与月”、“月光之受之于日也”的
观点,用“日与月”之关系来比喻耶儒之间关系;〔２３〕在«耶墨辨»中,他又言“耶墨之辨,与耶儒之辨同,
皆在神人上分别也”.〔２４〕 神人之区别已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划分出天壤———耶自耶,墨自墨,儒自

儒,即便各自有优胜、美善,终究层级不同,此即张亦镜“炉日之喻”的用意.张亦镜批评时人因墨耶爱

观相类而以为“崇墨无异于信耶”,实犯了以生徒为老师的错误.其言:

８４１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张亦镜 ZhangYijing,«耶墨辨»YemoBian [Discriminationbetween MohismandChristianity],«真光丛刊»Zhenguang
Congkan[ZhenguangSeries](上海Shanghai:中华浸会书局 MeihuaJinhuiShuju[ChinaBaptistPress],１９２８),３５．

同上书,第４０页．
张亦镜 ZhangYijing,«耶墨辨»YemoBian [Discriminationbetween MohismandChristianity],«真光丛刊»Zhenguang

Congkan[ZhenguangSeries](上海Shanghai:中华浸会书局 MeihuaJinhuiShuju[ChinaBaptistPress],１９２８),２６．
张亦镜 ZhangYijing,«耶墨辨»YemoBian [Discriminationbetween MohismandChristianity],«真光丛刊»Zhenguang

Congkan[ZhenguangSeries](上海Shanghai:中华浸会书局 MeihuaJinhuiShuju[ChinaBaptistPress],１９２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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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墨子之兼爱,既不可毁如是,而又已与耶教爱人如己之训若合符节,则崇墨即无异于

信耶,何子于开端一段,乃谓其实大不同? 曰:所谓神人之别也.神犹师,万国圣贤犹生徒,墨

子亦一生徒之一耳.墨子兼爱之能类耶教爱人如己,譬生徒为文,一篇中有一二笔极肖其师之

精到也,余则瑕瑜不相掩,而未能竟体一致.以较其师所择,自首至尾,无懈可击者,相去云壤.
则吾辈择师而从,将师其徒乎? 抑师其师乎? 此不待智者而决矣.〔２５〕

张亦镜用“神与人”、“日与月”、“师与生”的比喻来定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自有深意.
在他的信仰认知图景中,基督教真理如同太阳本自具足,光照普世诸宗教文化.包括孔、墨在内一切

伟大文明至多不过是人的智慧,如果没有上帝的特殊启示断不可能主动转向耶稣基督.或有一二道

理主张彼此偶合,也应归属于上帝普遍恩典的范畴,本身不能发光发亮,需要基督教真理的介入和救

拔.在他看来,孔墨虽为圣贤,仍须奉耶稣为老师.儒耶、墨耶之间层级不同,不在程度上区别,而在

本质上相异.故若谓墨有其善,得耶之一体则可;谓墨子无异于耶稣,耶稣是中国之墨子,则绝不

可行.
张亦镜以墨耶绝不可等同,最显见的例证,当属其依«圣经»之理批评墨子“天鬼观”.他认为相较

耶教,墨子“言天则多蒙”.〔２６〕 何以“多蒙”? 张亦镜首先批评到,墨子祭祀先人乃为“合欢聚众”,“明
鬼”态度不算诚敬,有功利主义色彩,故“见解卑下乃至此,乌得与耶教同日而语”;〔２７〕其次,墨子不明

鬼、魂之区别.耶教以人死有“魂”,墨子则以人死为“鬼”.耶教中之所谓“鬼”,特指恶灵邪鬼污鬼,死
人之魂灵断不称“鬼”;再次,根据耶教教义,“信者得救,不信者定罪,故不设祭死人礼.墨子不明此

理,作明鬼以保护其祭先质典,此益与耶教背驰”;〔２８〕最后,他指出,“耶教以爱神爱人为律法先知之纲

领,墨子则多事鬼一条”.〔２９〕 墨子不但多事鬼,还常将“天鬼”连用,以之为等同,“此乃于山川鬼神上,
别称天鬼,则明明是以鬼称上帝.上帝而可名以鬼,屈使与山川之鬼、人死之鬼平等,其悖谬至此甚,
曾是类耶稣者,而有是言乎?”.〔３０〕 张亦镜意墨子以山川鬼神匹配至尊上帝,僭越了造物主和被造物

之间的位分,不为基督教教义所能容忍.
在今天看来,“尊天事鬼”为墨学核心义理,体现了墨家神义论和酬报神学的独特看法.借用鬼神

威吓伸张正义———“善必得赏,恶必得罚”,是墨子解决现世“德福不一致”之伦理困境的手段.后世之

所以对墨子“天鬼观”有争议,焦点就在于墨子张扬天鬼,究竟是出于规劝君王教化人心的实用主义考

量;还是墨子真的相信天鬼能赏善罚恶,并将之信奉为一种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若是前者,则墨子和

孔子一样都是人文主义者,可以因应具体处境的不同自由选择“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或“圣人以神道设

教”,那么以基督教教义来评断则无甚必要;若是后者,则必然考量墨子“天鬼观”在普世诸宗教文明的

神论体系中,究竟应该归属一神论式的、多神论式的还是自然神论式的,以防止因某些观念上的似是

而非而造成信仰上的含混与疑难.从张亦镜对墨子“天鬼观”的评断中可见,他是将墨子视为一个持

有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者,因此从基督徒的标准出发论断墨子僭越,就是理之必然了.然则他对墨子

“天鬼观”的评断,主要是基于基督教教义,而非«墨子»原典义理,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不过,张亦镜也没有全盘否定墨学的价值.在«耶墨辨»中,他提出墨家至少有三处可取.其一为

“尊天”,墨家主张天志是行事为人的唯一标准,君亲师皆不可以为法.此与基督教凡事必以天主典章

９４１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同上书Ibid,第４１Ｇ４２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７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７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８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７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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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为依归十分接近.墨家之“从天所欲”,正是基督教“遵天父旨意”;〔３１〕其二为“修身”,耶墨二家对

贤人的要求是一致的.在个人修身上,都主张不杀、不怒、不伤害人.在家庭价值观上都主张禁欲节

制、一夫一妻.在外在事功方面,都主张强力从事、积极救世,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３２〕其

三为“兼爱”,张亦镜引韩愈“孔墨相为用”之论以指出,“兼爱”实与儒家恕道无异,亦与耶稣“爱人如

己”之教训合辙.孟子等人谤“兼爱”为无父毫无道理,理应“为墨子一伸其二千年来不白之冤”.〔３３〕

苟能发扬此精义,就能消除世界纷乱,达成天下大治———“全地球至精至有用,至可保国和平永远无极

之道,无能出此范围”.〔３４〕

纵观«耶墨辨»所论,可以发现张亦镜论墨的一个特点,即以墨学中非直接关涉宗教的内容为可

取,如“兼爱”和“修身”;而以墨学中直接关涉宗教的内容为不可取,如“明鬼”.这一思路即由前文所

述“神人之别”而来.此种倾向表明,张亦镜并不认为墨家的宗教观念可为基督教所包容,且从谨严的

护教立场出发,墨家的不少宗教观念甚至是需要被极力辟斥的.由此可见,张亦镜乃是站在基督教的

立场上评判墨家宗教思想之得与失.他们辨别耶墨同异、厘清耶墨关系之用意乃在“辩道卫教”,不在

对二家做思想上的平行比较.其论墨言说充满个人主观色彩,更接近基督宗教之护教学理路,不似学

者谨严的学术研究.此种致思路径,笔者以为张亦镜在«耶墨辨»一言,实为最佳注脚:

吾辈幸生于斯时,获见其所欲见而未见,闻其所欲闻而未闻之万国唯一良师,耳目实有福

于过去圣贤.过去圣贤而所是或非是,所非或非非,吾辈对于此,亦唯尽吾天职,举所得于保惠

师所示之真理,以指其非彰其是,使众知由是以仰企乎基督焉,乃吾辈当务之急也.〔３５〕

在此一致思路径之下,包括墨子在内的往圣先贤偶有一二可取之处,也无非是在多大程度上逼近

耶稣、肖似基督教而已,其瑜已在基督教中被充分揭示,其瑕则待基督教来审判并启蒙之.墨学并不

能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全然替代,它的身位至多是基督教真理光照的投射物,绝不是基督教整全真理的

替代物.也正因为墨学相比其他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更加接近,所以辨别二者似是而非处,乃为了不让

这种表面的相似而掩盖了基督教真理的独特性.依此推论下去,则不但基督教墨学化毫无必要,甚至

基督教中国化也毫无必要了.通过上文分析可见,表面上张亦镜的确做到了对墨学是其所是,然而其

判定墨学价值的唯一标准是这些价值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诚如张亦镜所言的,“辨别耶墨”之“当务

之急”,在使人“仰企乎基督”,寓宣教传道于辩道卫教.至于墨学之原始真义,本不是他们措意的

地方.
基督教学者林荣洪先生将张亦镜的这种文化对话模式概括为“以基督教来改造文化”,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文化中都能看到神的作为,然而任何一个文化都不能免于接受神的审判.〔３６〕 这种类同上个

世纪７０年代的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精神———即谓普世诸宗教文明中均内含神普遍恩典的一丝

光照然又犹待神特殊启示加以成全的文化对话价值取向,在开放性上比之完全拥抱社会福音或者异

教文化的自由主义神学,后退了一步,在基要性上比之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持世俗文化全然败坏、个
人福音与社会福音无法调和的“福音文化二元观”保守立场,又进了一步.〔３７〕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

０５１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同上书Ibid,第３５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６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８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９页．
同上书Ibid,第４２页．
林荣洪 LinRonghong,«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FengchaozhognFenqiDeZhongguoJidujiaohui[TheRisingTideof

ChineseChurches](香港 Xianggang:天道书楼[TienDaoPublisher],１９８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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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张亦镜简单目为是一个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纯然取“中道”的“双面人”角色.从其将墨翟视为

耶稣门下“生徒”、将墨家视为基督真光之反射等言说中可见,张亦镜的“耶墨对话”仍是谨守辩道护教

的基本立场的.纵谓张亦镜之“耶墨对话”是为“合墨”与“补墨”(即所谓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然
根据他“耶墨对话”之特性,只要对话进一步推展下去,也必然会陷入“反墨”的境地.〔３８〕 由张亦镜之

论墨言说看其对中国文化之态度,笔者以为林先生所概括的张亦镜之文化对话模式,尚有欠缺之处.
至少对张亦镜的“耶墨对话”并不适用.

范大明先生指出,张亦镜对中国文化诸家的态度,不是全然否定,而是甄别优劣的“选择性审

判”.〔３９〕 张亦镜虽然是以基督教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然其论述并非始终采取一个

静态的、不变的文化审判图景.〔４０〕 例如他对儒家“辟墨”就持批判态度,«耶墨辨»中即批评孟子以墨

学为邪说并褒奖韩愈的“孔墨相为用”之论;对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端小众地位、与基督教有某些地

方相近的墨家,则给予一定宽容.笔者赞成范先生是论,然有一点须提出补充:张亦镜“选择性审判”
的前提,仍然是以基督教来审判中国文化,而非主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通或者基督教成全补完

中国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无论张亦镜是扬墨或者抑儒,终究不过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标准之下判定哪

种宗教、学派、文化所沾染的罪性更少,更具有和基督教对话的空间.如果一个学派、宗教的创始人人

格更接近耶稣基督,其核心思想更类似基督教教义,并能昭示上帝对中国的普遍恩典的启示及神的作

为,那么它就更容易得到张亦镜的同情与理解.相应地,也就在他以基督教审判中国文化的位阶中,
居处更值得投之关注并报以适当同情理解的位置.

３．存异甚于求同———以王治心«墨子哲学»为例

王治心(１８８１－１９６８),近代中国著名教会史学家.其幼受庭训,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少即研习四

书五经,国学功底深厚.于１９００年皈依基督教.曾担任南京金陵神学院中国哲学教授、中华基督教

文社主编、«金陵神学志»主编等职务.王治心治学横跨国学和神学,犹擅教会史,有«中国宗教史大

纲»、«中国基督教史大纲»以名世.着有«墨子哲学»一书,该书是他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中国哲学

科目时的讲义教材,后整理为单行本,于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初版(即１９２５年)在南京宜春阁印刷

局出版,为彼时为数不多的由基督徒撰写的墨学通论性质著作.
«墨子哲学»取宗教(爱)与哲学(智)分置并立的结构,于后者部分完全不涉“耶墨对话”;于前者部

１５１

〔３８〕

〔３９〕

〔４０〕

范大明FanDaming,«耶墨对话———张亦镜的耶墨观»Yemoduihua:ZhangYijingDeYemoguan [YemoDialogueＧZhang
YijingsViewsonChristianityand Mohism],«理论月刊»LilunYuekan [TheoreticalMonthly](长沙 Changsha:理论月刊出版社

LilunyuekanChubanshe[TheoreticalMonthlyPress],２０１２)５１．
范大 明 Fan Daming:«审 判 与 选 择:寻 索 基 督 教 与 中 国 文 化 的 关 系 »Shenpan Yu Xuanze:XunsuoJidujiao Yu

ZhongguowenhuaDeGuanxi[TrialandChoice:SearchingfortheRelationshipbetweenChristianityandChineseCulture],«世界宗教研

究»ShijieZongjiaoYanjiu[StudiesInWorldReligions](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研世界宗教研究所 [InstituteofWorldReligions,

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２０１４),１４１．
同上书Ibid,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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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将墨家与基督教加以比较,衡论二者同异与优劣.〔４１〕 王治心最赞赏墨学的哲学价值,认为墨子

为“吾国一大哲学家”,〔４２〕“墨学不但在中国学术界中有高尚的地位,即列于世界哲学界,亦不后于他

人”.〔４３〕 他在书中指出,时人论墨,重“爱”而轻“智”,重宗教而轻哲学,仅以墨学中粗糙肤浅的类宗教

言说来定是非,是谓取粗舍精,取易舍难,陷墨学真正价值于隐而不彰的地位,诚乃误区.〔４４〕 依王治

心之意,墨学的最高成就是涉及知识论的哲学,即“智”的部分;至于关涉宗教道德论的“爱”,则无同等

价值,“他属于爱的思想,不难研究;因为他的宗教思想很肤浅,若用基督教的眼光去研究他,不见得有

非常的价值”.〔４５〕 故其有关“耶墨对话”的内容,主要在论述墨子宗教思想的章节.«墨子哲学»开篇

即曰:

他所主张的兼爱天志明鬼非攻节用非命等,都是出于宗教上爱的精神.因为凡宗教都是

以爱为出发点,不过所以爱的范围广狭不同罢了.有专爱灵魂而不爱躯体的,如印度九十六种

外道;有卧辙饲虎以求速死的;有爱自己而不爱他人的,即所谓利己主义,如中国之杨朱,希腊

之伊壁鸠鲁;有分亲疏而施爱的,如儒家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有等差的爱;有爱及众

生的,如佛家的慈悲不杀;有普爱人类而无差别的,如耶稣之博爱.墨子之兼爱,一切平等而无

分别.所以墨子的学说,很近于宗教.〔４６〕

基督教作为普世宗教的道德精神和组织模式,是众所周知的.墨家作为先秦中国诸子百家之一

的思想学派,其宗教性历有纷说,犹待揭示.因此要进行“耶墨对话”,无论求同还是存异,都需要一个

底层共识或曰探讨基础使得二者能够相联结.王治心认为是宗教上的“爱的精神”使得耶墨二家有了

相互连结处———“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根本思想,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之,实在是包括

墨子的主义;其他一切主张,如天志明鬼非攻节用等,都是从它演绎出来的”.〔４７〕 正因耶墨爱观近似,
兼爱“大旨与基督相同”,〔４８〕墨家才得称有“宗教思想”,也因此具备和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资格.

当代从事王治心研究的学者,惯以“文化调和”来定义王治心的神学思想和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论及王治心“耶墨对话”时,一般也倾向以“耶墨相若”(或耶墨相仿)来概括他的“耶墨观”.〔４９〕 似乎王

治心在做的是一种非护教性的文化会通工作.其实不然.如前文所述,王治心早已言明,哪怕以基督

教的角度来研究墨学,墨学中的宗教内容也不见得有非常的价值,倒是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墨学中的哲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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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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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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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哲学»由四个部分组成,为:“墨子的生平及其学说”、“墨子的宗教思想”、“墨子的智识论”和“附载”.“墨子的生平及

其学说”章节为一般性通论;“墨子的宗教思想”章节,除尚贤、尚同等墨家政治哲学未有单独论列外,基本上把墨家十论义理都分别加

以论析;“墨子的知识论”章节,则较为详细的讨论了墨辩条目及其演绎方法、墨家知识论的构成以及墨学中所具有的科学知识和科学

精神;“附载”章节包括“因明学论略”和“农家学说”两部分,涉及印度因明学与墨辩逻辑学、农家学说与社会主义、墨学、诸子学之间的

文明比较.该书论述有一特色,即“墨子宗教思想”(爱)和“墨子的知识论”(智)这两部分占据全书的大部分篇幅.之所以如是布局,乃
因王治心考察时人墨研成果之后认为,“爱”与“智”最可代表墨学全体,其所采的是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对墨学的分类意见.见王治

心 WangZhixin,«墨子哲学»MoziZhexue[Moziphilosophy]((南京 Nanjing:宜春阁印刷局 YichungeYinshuaju[YichunPavilion
Press],１９２５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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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Ibid,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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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墨学中与基督教最可资进行比较的宗教内容,在王治心看来并无

太大可观之处.即谓“耶墨相若”,也仅是“爱”观上的相若,不可谓全体相若.事实上,王治心以宗教

性的“爱”作为“耶墨对话”的出发点,以宗教性的“爱”来诠释墨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主要主张,这种

化约式的“前理解”造成了对墨学的肢解性诠释.例如“墨学十论”,按«墨子鲁问»所言,是谓“择务

而从事”,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处境考量和现实对策.而在王治心的理解中,则全为墨子宗教情感

所激发.概言之,王治心最为激赏的墨学优秀价值,与基督教并无直接关联;王治心论及与基督教有

所关联的墨学内容,则局限于宗教性“爱”观的一隅.综上所述,我们恐怕并不能得出王治心对墨学特

别高看一眼,甚至在其“耶墨对话”的前理解中乃以“墨子为本”的结论.〔５０〕 笔者认为,«墨子哲学»中
“存异甚于求同”的潜隐的“护教性”,为过往从事王治心研究的学者所忽略.下文将就此做简要论析.

王治心认为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罕言利害与亲疏有别的爱观不同,是实行的爱和平等的爱,其大旨

与基督相同,故给予较多肯定.〔５１〕 他反对孟子谓“兼爱”为“无父”的论调,并指出孟子之言“纯是一种

偏狭的门户之见”.〔５２〕 王治心把墨家兼爱说解释为犹如基督教“上帝乃爱”,是推本于天的价值

观———“天既爱人,人当体天之爱以爱之,爱人即所以爱天,亦即所以自爱”,〔５３〕二者皆能因爱而杀身

成仁.〔５４〕 然其所论,也非一味取同,«墨子哲学»中有曰:

墨者不怕死的精神,甘为教义牺牲;假若与基督易地而处,怕也不辞十字架之苦.不过基

督之死,是替人赎罪,救人灵魂,是体天帝之爱,这是墨子所未知的.墨子未尝讲到人的灵魂,
专从功利方面、祸福方面,讲到爱利.这是与基督教根本不同的地方.

王治心自言耶墨二家之爱观“两方面的道理,固甚相仿.但是他俩的出发点不同,所以结论也自

然有别”.〔５５〕 王治心似乎倾向认为,墨学中既乏灵魂永生之观念又专事以鬼神祸福恫吓人,这种建立

于人趋利避害之心理基础上的兼爱比之基督教的博爱,在形式上流于肤浅,在格调上稍落下乘.他又

举«圣经»经文以指出基督教爱观之内容约有九者:其一,上帝是爱,基督为上帝爱之大者,当体斯爱以

爱神爱人;其二,牺牲之爱;其三,爱能完全律法;其四,人要彼此相爱;其五,要爱仇敌;其六,爱贫苦

者;其七,爱大于信望;其八,爱及亡羊;其九,爱及万民,〔５６〕似暗示墨家“兼爱”之意涵,远不如基督教

来得深远丰富.〔５７〕 此虽然探讨的是耶墨爱观之不同,实则已言明二者在宗教上的本质差异.
从王治心所论列的耶墨二家爱观思想之异同,已可见其对耶墨二教孰高孰低之立场.除对耶墨

３５１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同上书,第１１４页．
王治心 WangZhixin,«墨子哲学»MoziZhexue[Moziphilosophy ](南京 Nanjing:宜春阁印刷局 YichungeYinshuaju

[YichunPavilionPress],１９２５),２０Ｇ２１．
同上书Ibid,第１１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９页．
同上书Ibid,第２８Ｇ２９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０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０页．
此意在王治心对比耶墨二家之和平主义观念时也有暗示.他认为倡导非攻精神的墨家与作为和平宗教的基督教,在“反

战”的立场上十分接近,“墨子的非攻主义,是以兼爱为立足点.惟其兼爱,所以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他论证墨家非攻基于三个理

由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且与基督教主张的和平主义相符合:第一是攻国不义,第二是劳民伤财,第三是反天之意.就“非攻”是否与

“诛暴”相矛盾,王治心也给予自己的解释———墨家非攻不非守,吊民伐罪诛一夫与非攻精神无违.墨家此项主张,固然引得王治心的

佩服,但同时他亦指出,基督教的和平主义尚有“爱仇主义”这一端.虽未直言耶墨“和平观”的异同,却也已在此诠释中区分了二家之

分野———墨家由“兼爱”推导出的“非攻主义”,尚须动用到刀兵,实不及基督教之“爱仇主义”更为彻底.从王治心对十字军东征和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成因(其言“这不是基督教的罪咎,正是不能同心归向基督的缘故”)的解析来看,似乎他倾向达致和平的手段应为基督教

式的人道劝说,即不从事乎动用刀兵的、纯乎精神的“圣战”.见王治心 WangZhixin,«墨子哲学»MoziZhexue[Moziphilosophy](南京

Nanjing:宜春阁印刷局 YichungeYinshuaju[YichunPavilionPress],１９２５),５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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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爱观做辨析外,«墨子哲学»一书中,凡直接关涉宗教核心观念的内容,如“上帝观”、“灵魂观”、“祸
福观”等,王治心皆不惮笔墨,别其同异,以证墨家似耶而非耶,即或有相近于基督教处,仍不可等量齐

观同日而语.因为这些内容正是耶墨二家最容易被人混同的地方,犹须特别加以区分对待.此类言

说颇多,见诸«墨子哲学»各处.例如关于墨家“明鬼”的宗教思想,王治心就评论到:

他的明鬼,本来从天志推演出来.他对于鬼的观念,无异于天的观念.不过他没有把祂的

所以然说个明白,不从学理上求答案,只从肤浅的经验上答案.举出许多鬼神作祟的事情来作

证据,无非引导一般,入于无理智的迷信之徒罢了.〔５８〕

由上可见,王治心基本否定了墨子依据“三表法”推演出来的论证鬼神存有的经验主义方法论,斥
之为一种迷信.并举诸国史上义人受难、恶者亨通的案例,责墨家“鬼神有明”、“善恶必赏”的立论在

逻辑理路和实践果效上根本不能成立.王治心质疑墨家的“祸福观”和酬报神学,他认为墨家“纯以恫

吓驱人为善,他的动机,未免太低”,〔５９〕相比之下,基督教虽然也讲祸福报应,但更强调道德责任.众

善奉行,诸恶莫作,不是为了获取或逃避鬼神的奖惩,而是自己应当如此行的道德责任,此乃墨家所未

能及的.〔６０〕 王治心更言“基督教是否认报复主义的,墨子鬼神为祟的思想,当然为基督教所不许”,〔６１〕

借用超自然界的力量恫吓人行善去恶,等于导人人走向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义.
王治心进一步指出,墨家所事之“天鬼”,始终未能在神格阶层的问题上给予确切的定分,因此相

较基督教能溯源由来并明确归宿的“上帝观”,可谓表面似是实则有别.如其论耶墨“鬼神观”时即言,
墨子以“天”为高高在上之定理,不免使得天人悬隔,而基督教之上帝则作用于人心,乃有感于人之能

的“灵体”.〔６２〕 他又认为墨子是“超神论者”,〔６３〕言天言鬼,语多含混:〔６４〕

墨子说天常以鬼字并称“天鬼”.在明鬼篇里说明有天鬼者、有山水鬼神者、有人而为鬼

者.这样,不但称谓含混,也是觉得天是多元的、与基督教的“上帝唯一”不同.基督尊父为上

帝,为天父,为真神,皆视为至尊无对.非墨子所能及到.

持平而论,王治心之判定合乎基督教护教学对上帝位格、上帝主权、上帝权能的定义.天鬼信仰

归属宗教神论,若以墨家言天来比拟基督教言上帝,毫无疑问墨家的天鬼论述是降低了上帝的位分.
按‹天志›篇的说法,天志是规矩,为一超乎万有之上的客观规律,其人格神的意味比之基督教的上帝,
自然有所不如;按‹明鬼›篇的说法,山川鬼神有灵,人死后为鬼.以普世一神教或曰亚伯拉罕诸教的

神论谱系为标准,墨家之“天鬼”甚有泛神论的多元主义倾向,显然又不符王治心心目中的一神论

教义.
“祸福观”、“鬼神观”之外,王治心还批评了墨家缺乏灵魂观念.他认为墨家只言人死后为鬼,未

提及灵魂永生,是为缺憾.也因此缺憾,导致墨家的刻苦主义不得久传———“凡宗教必讲永生,这永生

就是安慰快乐之所.没有永生的希望,岂有牺牲肉体的快乐”.〔６５〕 而基督教则相信有灵魂有天堂,

４５１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同上Ibid,页４５．
同上Ibid,页３６．
同上Ibid,页４２．
同上Ibid,页４９．
同上Ibid,页４４．
同上Ibid,页４４．
同上Ibid,页４４．
同上Ibid,页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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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最大的希望,是灵魂的永生,所以甘心忍受肉体的困苦”,〔６６〕故相比墨家既无设置彼岸指望又

要剥夺现世享受的“非乐主义”,自然更能长久.王治心所论,乃从基督教立场出发,固有其理.然于

今观之,若以灵魂之存有、死后之永生、天国之享乐来鼓励人刻苦肉体、牺牲奉献,是否也会堕入传教

机会主义的泥潭,埋下勾引人入教的隐患? 从某种程度上说,此论与王治心自己所反对的墨家“祸福

观”同归功利主义价值话语.
墨家的宗教思想中,最被王治心肯认的当属其“天观”论述.即便如此,王治心仍不以墨家“天观”

与基督教“上帝观”为完全等同,只曰“有些相仿”:

墨子的天之观念是拟人的,与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有些相仿.儒家以天为义理,道教以天

为机械,他们俩所认定之天,简直是一个因果循环之理.如同佛教所说的法界.而墨子独认天

有意志,他能和人一样有情操、有作为、完完全全是个造化天地,呵护人类底人格的上帝.这是

古代二神宗教〔６７〕的遗传.

由上述王治心的论述可见一个清晰的价值层级排序,即以基督教的“上帝观”标准来衡量中国文

化各家之言天,属墨家最接近基督教,其余儒道佛等诸家则离基督教远.这种价值层级排序见诸«墨
子哲学»各处.例如王治心认为儒墨均承认“天为万有之原”,然儒家论述未及创造之功,不若墨子说

的明白.«圣经»描绘的造化主宰之神的创造本性与«墨子»书中所述上天兼养万物万民的创造品格相

一致;他论上帝的仁爱,又引“体分于兼”来说明人类与上帝共为肢体的和谐关系.基督教言上帝为

“天父”,人类为儿女,天人关系应是彼此相爱,平等而无分疏.是故墨家以兼爱立宗,与老子“天地不

仁以万物为刍狗”相反,与基督教更类.〔６８〕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不宜高估王治心对墨学的认可程度.当然,若曰其全然拒斥墨子学说亦

不可.王治心对历史上儒家贬斥墨家为异端禽兽的门户之见,是存保留意见的.«墨子哲学»中,他援

引三家之言以表彰墨学,其一是«庄子天下»篇中庄子赞墨子“才士也夫”,此谓墨子人格高尚;〔６９〕其

二是韩愈‹论墨子›的“孔墨相为用”,此谓孔墨之间有相融相通之处;〔７０〕三是太素生‹昭墨篇›言儒家

“流弊之祸,多为且劣者,莫儒甚焉”.此谓相较儒学,墨学更为优胜.〔７１〕 此外,王治心亦赞赏墨家“节
用”的均富思想和早期使徒教会的共产主义思想相契合,〔７２〕墨家“强力非命”的主张与基督教承认人

５５１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同上Ibid,页４４．
此处应是讹误.依其文意,当为“古代一神宗教的遗传”．
同上Ibid,页３６．
同上Ibid,页１３．
同上Ibid,页１４．
同上Ibid,页１５．
作为基督徒的王治心,在他诠解墨家社会经济学的过程中,似乎呈现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偏好.“辞过”、“非乐”、“节用”、

“节葬”,是墨学的重要思想,主张节制消费、扩大生产,以满足日用温饱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按王治心所言,此皆归属墨家的社会经

济学范畴.«墨子哲学»中,王治心以古鉴今,将墨家的“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的节用主义,投入到社会现实观照之中,同当时流

行的社会思潮做比较———例如墨家求民之利、经济平等的节用思想,正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奢侈、掠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均富主义”相
仿;人人各尽所能、拒斥不劳而获、将劳力应用于生产建设上的主张,更与苏维埃俄国之“劳农主义”合辙.王治心在早期使徒教会团契

模式中找到了原始共产主义的雏形———“基督教不以积财为然使徒们初创教会的时候,本着这个宗旨,实行他们的共产,觉得在一

个社会中,不应当有贫富的阶级,有的厌粱肉、有的吃糠米、有的流血汗、有的坐而食”.而凡此种种皆源于博爱精神的推衍,教会团体

对经济活动的看法,又与宗教性的“爱”观达成了连结.此说固有凌空蹈虚之嫌,不过精神界的意识形态决定或作用于物质界的生产生

活方式,显然是一种基于宗教徒立场的唯心主义观点,因此王治心主张“墨子是主张兼爱的人,所以他的节用主义,也是以爱为出发

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参王治心 WangZhixin,«墨子哲学»MoziZhexue[MoziPhilosophy](南京 Nanjing:宜春阁印刷局 Yichunge
Yinshuaju[YichunPavilionPress],１９２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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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由意志的主张相合辙.〔７３〕

观诸王治心之“耶墨对话”,笔者以为如此概括王治心之“耶墨观”更为适宜:即一方面坚持因时代

局限性和对上帝体认之不足,墨子学说究有不善;另一方面亦承认墨子人格(一个刻苦牺牲的实行家)
与墨子主义(人类平等,互相亲爱)有其价值,不可轻易否定.〔７４〕 固然,王治心在«墨子哲学»中确有自

陈“耶墨相仿”之观点,然当留意此所谓“相仿”,仅是某一部分内容的“相仿”(如墨家兼爱之于基督教

博爱、如墨家天观之于基督教上帝观),绝非全体上的“相仿”.且此所谓“相仿”,乃“墨仿于耶”而非

“耶仿于墨”,亦即墨子墨家墨学在多大程度上无限逼近、肖似基督教而已.在王治心以基督教标准衡

量中国文化的价值层级排序中,墨家居于儒道佛诸家与基督教的中间位置,可算为最接近基督教的中

国文化思想流派.即便如此,在王治心的«墨子哲学»中,墨家“最接近”基督教的宗教思想,仍不被他

认为是墨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反倒给予和宗教思想全然无关的墨辩逻辑学、墨家科技思想、墨家

知识论更高的评价.因此笔者认为,王治心所从事的“耶墨对话”,终究不能算是一种“文化会通”的工

作,此间“潜隐的护教性”,已在其“存异甚于求同”的“耶墨观”中被彰显出来.

４．耶墨为同志———以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为例

吴雷川(１８７０－１９４４),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基督教思想家.他国学功底深厚,在前清时代考取

过进士功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曾担任杭州军政府民政长、杭州市市长、北京教育部参

事、教育部常务次长、燕京大学国文教授等职务,并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间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

校长.其教会工作经历为加入基督教生命社(１９１９年)和组建真理会并创办«真理周刊»(１９２３年).
吴雷川著述颇丰,有文章讲辞、通信札记、时事评论等刊载于«真理周刊»、«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微音月刊»、«道德半月刊»、«教育学报»、«圣公会报»、«燕大周刊»、«中华基

督教会年鉴»、«平安杂志»等教会媒体.此外还有专书八部,«墨翟与耶稣»为其生平最后一部著作.
作为基督徒的吴雷川自陈该书之要旨在“在此国家多难之秋,青年志士必当以墨耶二人之言行为

法,努力预备自己,使己身能成德达材,为国家效用”,〔７５〕他又言耶墨二家在文化更新、心理建设、阶级

斗争、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等诸多方面“隔世而同流”,“墨翟与耶稣二人之所主张,确能应付中国当前的

需要”.〔７６〕 显见该书之关切主要在中国而不在基督教,在以耶墨人格和耶墨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而不

在“基督教中国化”.吴雷川以改造中国社会为目的而展开的“耶墨对话”,颇有“经世致用”之意味.
吴雷川“耶墨对话”之特色,首先体现在其为耶墨立传始终坚持重“人事”而轻“神话”的人文主义

基督教信仰.«墨翟与耶稣»中他特列‹墨翟略传›和‹耶稣略传›以为申说.古往今来,史家作传,自有

成法,或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典外文献,或证以铭文、器物、口传,庶几可勾勒传主生平.然而作

为学派创始人的墨翟与作为基督教崇拜中心的耶稣,都是去今已久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在历

６５１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王治心认为墨子提倡强力从事、主张祸福本于人,正是自由意志的表现,绝非听天由命———“因为墨子正是深信天志,所以

便主张非命.他说:天欲人之相爱相利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人,能相爱相利,即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所以按诸实际,仍旧重在人为.人

定可以胜天”.此说颇有代表性.事实上,后世辟墨者常援“非命”与“尊天事鬼”自相矛盾,以批评墨学义理的逻辑不自洽,即谓既然坚

持天鬼能够赏善罚恶,应为迷信一种“命定论”,又何能发挥人在此世的主观能动性以强力从事.基督教历史上关于上帝救赎计划和人

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亦有同此类者,典型即为加尔文所开出的“双重预定论”.在基督教一端,为之辩护的进路一般为,上帝

既有改造人的能力,人又和上帝具有同等意志,亦足证基督教也是主张“非命”的.王治心之论墨家非命,似有借墨家“非命说”来为基

督教的“预定论”辩护之意,即意命之有无,墨耶二家可谓殊途而同归.同上书,第４９Ｇ５０页．
同上书Ibid,第７６页．
吴雷川 WuLeichuan,«墨翟与耶稣»ModiYuYesu[MoDiandJesus](上海Shanghai:青年协会书局QingnianXiehuiShuju

[YouthAssociationPress],１９４０),１．
同上书Ibid,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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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流转的过程中往往被加添大量神秘主义色彩,类如２０世纪上半叶顾颉刚先生所言的“古史层累”.
吴雷川版本的“耶墨行传”,则不取传说,独宗人格.吴雷川为耶稣造像如下:〔７７〕

耶稣生于犹太人渴望民族复兴的时代,幼年怀抱大志,壮年开始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凭

着热烈的宗教信仰,要成就改造社会的事业,历年不久,受反对党的陷害,被钉于十字架而死,
他却因着死而完成了伟大的人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孔子孟子是理论,耶稣却是实

践了.“圣人,百世之师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我们引孟子称道伯

夷柳下惠的话来颂赞耶稣,他真是当之无愧了.

严谨史家为宗教人物立传,比之宗教信徒更多一层甄别史料和传说的考量,即如何将传主真实的

历史踪迹和后世教徒的拔高神化加以区分,以还原传主本来面目.关于耶稣生平最详实的记录,主要

出自教会审定的作为基督教正典的«圣经新约»四福音书.除此之外,只余少量如塔西佗«编年史»、
约瑟夫«犹太古史»等典外文献的旁证,亦多语焉不详.换言之,吴雷川为耶稣立传须本于作为宗教典

籍的«圣经»;要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又必须从中择取材料做相应的人文主义解读.
他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的困难,于是通过“解神化话”的诠释来自洽立传逻辑———即对耶稣所行“神迹

奇事”做了“去神性化”的处理,使得耶稣的大使命再不是把福音传到地极或者建立基督教会,而是改

造彼时的犹太社会.〔７８〕 这是吴雷川版本的耶稣行传与其他立足于耶稣为“神子”、“宗教家”的教会版

本行传的最大不同.在«墨翟与耶稣»中,他指出:〔７９〕

不但墨子不是宗教家,就连现今一般人所公认为基督教的教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也未

尝自居为宗教家,他的人格之所以伟大,固然是得力于所信仰的宗教.但他一生活动的目的,
却不是要创立一种宗教,乃是要改造社会.

在吴雷川看来,四福音书的记载,更多是一种曲笔演绎和隐微写作,与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形象存

在相当大的距离.除了著者偏见、编史体例、成书来源的问题外,门徒为了逃避罗马当局的迫害以及

教会扩张传教版图等因素也造成福音书的作者对耶稣生平的材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裁剪,整体上倾

向凸显耶稣的宗教性、神性,淡化耶稣为人的一面以及他改造社会的精神,以致于耶稣关涉社会革命

的言行事迹也被宗教上的神迹奇事所遮掩.因此要归正耶稣教义,就须为耶稣重新立传.这与吴雷

川对«四福音书»的理解相一致,即不取基要派“灵意解经”的方法拘守每一个经文字句,而是从经文字

７５１

〔７７〕

〔７８〕

〔７９〕

同上书Ibid,第１１０页．
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神学的流行观点认为,«圣经»不是天启作品,而是由各时代作者共同完成,并不具有宗教权威性.合于

科学理性者,可作为客观史实给予正视;不能通过理性验证的,如神迹奇事,则作迷信观之.吴雷川认为记述耶稣生平的四福音,都成

书于耶稣殁后,为门徒和早期教会根据耶稣在世时的零星教训和口传故事辗转编撰而成,与正规史学性质不同,体例也不一样.既然

四福音书的编写形式本就存在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甚至存在传抄失误和有意篡改.故吴雷川之“我们于其中选集材料,自不妨依

照我们的观点以为取舍的标准”的立传标准,当然合辙于“解神话化”“去神性化”(Demythologizing)自由主义神学路径.此亦可见吴雷

川对西方圣经批判的学术动态有一定掌握和了解.同上书,第８１页;参李韦LiWei,«吴雷川的基督教处境化思想研究»WuLeichuan
DeJidujiaoChujinghuaSixiangYanjiu [Researchon WuLeichuansChristianSituationalThought](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ReligionandCulturePress],２０１０),１４２．
吴雷川 WuLeichuan,«墨翟与耶稣»ModiYuYesu[MoDiandJesus](上海Shanghai:青年协会书局 QingnianXiehuiShuju

[YouthAssociationPress],１９４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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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提炼耶稣改造社会的思想,通过“解神话化”的诠释方法对耶稣做人文主义式的解读.〔８０〕

吴雷川为墨翟立传,亦循同样理路.吴雷川自述其写作«墨翟略传»之方针为“尚友古人”与“知人

论世”———“原来要写古人的传而又不得不着最初确实的史料,这就等于要为人造像,而既没看见本

人,也没有本人的相片对照,只可以凭着间接的印证,加以心灵的模拟,或者也能得其仿佛”.〔８１〕 由是

他为墨翟造像,就具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关于墨翟之生卒、里籍、出身、姓名等,吴雷川多采时人的

见解,并无特出之处.唯其为墨翟塑造的个人形象,特别凸显一个热心救世、即凡即圣的社会改造家

形象.在他看来,墨家的核心教义“墨学十论”均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可以救当世之弊的”.〔８２〕 吴

雷川笔下的墨翟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以“行义”来范围人生;〔８３〕有择务从事的行义方法论,尽其所能来

应付当世的需求;〔８４〕有具体落地实践的罢兵止战案例;〔８５〕有为了宣传其思想、力行其主义而组织起来

的建制成型的坚固学派共同体.墨翟以身作则,因材施教,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且墨家持守巨子制

度,徒属盈天下,成为彼时社会间一股不可忽视的自组织力量,甚至为了施行墨家的家法,敢于违抗国

君的命令.故被统治阶级所忌恨,以至一朝而斩,再无余绪.〔８６〕

吴雷川心目中的墨学,是与孔子维护周礼、“吾从周”的改良主义划清界限的激进社会纲领.墨子

别开宗门,“背周道而用夏政”,颇有革命意味.墨子的形象,是一个投身社会改造事业的革命家形象.
此外,吴雷川还认为因墨家学派从事社会改造,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忌,在官方上行路线不得伸张,其后

学只能演变为游侠潜伏于民间,“聊作一线之延”.〔８７〕 其实历来墨家后学流裔是否一变为“游侠”,学
界尚有争议.吴雷川之所以强作解释,自有其用意.他对比墨家和基督教在创始人殁后的发展历程

后指出,墨家虽然中绝,但因其演变为游侠,使得精神不离其宗,影响即便衰微,却还是忠于墨家原初

教义的.
吴雷川虽然认为耶墨二人均非宗教家,但仍承认他们均具有宗教精神,其言:〔８８〕

所谓墨耶二人同具有宗教的精神,并不在于其讲说宗教的言论如何,乃在于其为人处世实

行的态度.原来宗教的功用:初步是指示人当如何修己,更进一步则是使人能忘己以拯救社

会.关于这一点,墨耶二人的表现是全然一致的.

８５１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吴雷川在书中引用两位非基督徒学者观点探讨«新约»正典起源问题———海尔氏的«基督传导言»认为四福音之成书不依年

代先后,全无成史旨趣,著作之福音的目的亦不在材料完的备和事实的准确,而是为保留耶稣最重要言说的现实抉择;考茨基«基督教

之基础»认为福音书不与耶稣同时,只有托名的作者.成书迭经逐步进化的过程,加之后人增删修改,时间越往后神迹奇事就越多.值

得注意的是,吴雷川在解读福音书被篡改的原因时,援引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的观点来申说.考氏在比较前期福音书«路加福音»和
后期福音«马太福音»的文学特色时指出,随着富人和文士逐渐接触基督教会,教会出于传教的需要,开始对福音书的内容给予修正,抹
除了早期福音书中偏向穷人的阶级立场,对经书内容加以柔化和修饰,以便在上行阶层中扩大影响.吴雷川之立传理路,显然有来自

考茨基的影响.要言之,吴雷川和考茨基均认为现为正典的福音书所载的耶稣生平和教训,可能都是教会因应发展的需求而加以增删

的修正版本.耶稣原初所宣扬的主义和已成定本的福音书内容之间存在一个真实性的鸿沟.由是可以理解吴雷川为耶稣重新立传的

一层意义,就是归正那些被考茨基称为被“传道机会主义”所修正过的、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耶稣教义.吴雷川 WuLeichuan,«墨
翟与耶稣»ModiYuYesu[MoDiandJesus](上海Shanghai:青年协会书局 QingnianXiehuiShuju[YouthAssociationPress],１９４０),

８１、８２、８４、８５．
同上书Ibid,第２１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０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１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０、３１、３２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２页．
同上书Ibid,第３５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８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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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一般认为,墨翟与耶稣之间的联系正是在宗教.近代墨学复兴时期,也多见学者考究墨家实

为“墨教”,墨翟实为教主的言论.然而吴雷川却提出,耶墨之联系虽在宗教,但耶稣和墨翟都不是宗

教家.耶稣的使命不在创立一个新宗教,而是推行社会改造.实际上吴雷川所谓的宗教上的联系,并
不是就具体的宗教形态而言的,乃是指耶稣与墨翟、基督教与墨家之间具有相似的“宗教人格”和“宗
教精神”.当然就此一端来说,吴雷川也没有一味取同,他对耶墨二家对于宗教功能的看法,就给予详

细辨析.他指出,墨翟并不笃信宗教,而是有意利用宗教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之称道天鬼,难免是

为了宣传的便利,顺应群众幼稚的心理,而未必就是他个人信仰的真因”,〔８９〕对宗教采取的是实用主

义的态度;耶稣则有宗教热忱,认定改造宗教即为改造社会本身,“他认宗教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只
因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错误,淹没了宗教的功用”.〔９０〕

今观吴雷川为耶墨二人所造之像所立之传,恐怕不少人都会有所怀疑,即吴雷川版本的“耶墨传

记”似乎不见得比基督教会与墨学研究界之版本的“耶墨传记”更加贴近耶墨之原意.不过,吴雷川自

言他为耶墨立传“尽可以有所鉴别,举大而略细,取精而遗粗,自不难窥见真相”,〔９１〕其所谓“真相”,恐
怕本来就是指耶稣墨翟“为人”的一面或者耶墨二人从事社会改造的一面,这才是他心目中的“历史上

真实耶稣和墨翟”.依吴雷川之意,历来伟人事迹的流传,本来夹杂许多不可尽信的传说.真实情形

求于历史多不得征,唯有伟人的人格精神确实可知.有关他们的神话,也是托付于人格的影响力才能

产生.显然,循其原则对关涉传主的史料进行裁剪,则神话传说及神迹奇事就统统被排除出选材范

围.〔９２〕 传记主体聚焦在传主(耶稣、墨翟)的人格精神和从事社会改造的具体事功,用以突出一个“在
地”的入世的社会改造家形象.

依吴雷川的立传理路,既然耶墨二者在“人格精神”和“社会改造”上具有重叠共识,那么他的“耶
墨对话”就不需要像张亦镜、王治心那样纠结于“神人之异”的问题,而可集中于对耶墨经典进行致用

性层面的创造性诠释.吴雷川阐释耶墨经典,不在于寻求教会传统鼎定的神学意涵或依循严谨墨学

研究中既成定论的见解,而在将古旧经文所蕴含的普世道理与彼时社会所关切的问题有机结合在一

起,做设身处地的处境化理解.吴雷川的阐释基于前设,首重个人意志的发扬而不拘守传统遗传之所

谓原意和初衷.即从耶墨经典中寻求可资社会改造的思想资源以应付时代的需求,以是否有利于社

会改造来判断经文和学说的重要性和进步性.在此意义上,若墨学有利于社会改造的志业,则墨学非

但不是基督教的阻碍,反是基督教的同志了,«墨翟与耶稣»中即言:〔９３〕

基督教必得先改变它的组织,以社会改造为它唯一的使命.那是发扬宗教的精神,就自然

与墨学合辙,论及社会改造在中国方面的动力,竟可以说不论其为墨为耶,从前耶稣曾说:“不

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何况墨与耶本是同志,更何必问成功谁属.这未来的化合,正
是我们所企望的了.

论到耶墨合辙或等同,有份参与“耶墨对话”的人士,大多能提及耶墨二家核心教义的几条,如墨

家的兼爱观等同于基督教的博爱主义,墨家的尚俭节用等同于基督教的攻克己身,墨家兴利除害等同

９５１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４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４页．
同上书,第７９页．
吴雷川对«新约»记录耶稣受约翰洗礼、受魔鬼试探、“登山变相”、“五饼二鱼”、“犹大卖主”以及设置圣餐礼的解释,都做了

相应的人文主义的处理.基督教仪式典礼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文意象,也在这种处理中被去除了神化的色彩.吴雷川 WuLeichuan,
«墨翟与耶稣»ModiYuYesu[MoDiandJesus](上海 Shanghai:青年协会书局 QingnianXiehuiShuju[YouthAssociationPress],

１９４０),９５、１０２、１０４Ｇ１０７．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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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督教的济世救人.这些都是义理层面上耶墨二家最显见的可通约处.吴雷川亦有相似见解,只
不过他是将之落实在耶稣墨翟的人格修为和二者有关社会改造主张合辙的地方.例如他认为“爱”、
“义”、“勤俭”最能体现耶稣墨翟二人在人生真谛认识和社会改造主张上的“若合符节”———爱是社会

改造的动力,为义是社会改造的表现,勤俭则是人类社会得到平安的重要条件.爱、义、勤俭这三端教

训,可资改良国人贪污、骄惰、奢侈、不诚实的恶习,为从事社会改造事业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准

备.〔９４〕 然而,由于吴雷川并不措意对耶墨二家整体教义做基于原典义理的更细致的比较和考察,使
得他所从«墨子»和«圣经»中所引的内容,实际上并不足以支持自身观点.吴雷川以字句文段表面上

的相似就征之为己用,甚至对经义做了较大幅度的改造,以致铺陈论述逻辑时存在论点和论据相脱节

的情况.例如论及耶墨“爱”观,就跟从兼爱和博爱“同出一源”的普遍观点,未区分墨家“兼爱”为“利
爱”,基督教“博爱”则有“圣爱”、“欲爱”两端之分;再如论及耶墨“义”观,则又将«墨子»的“义,利也”同
耶稣称上帝为“公义的父”之“义”混为一谈.墨家在“义利之辨”上,主张“义利同一”,义则利也.耶稣

此处论及上帝本性兼“仁慈”和“公义”,则是单就公平正义而言.
类似论述多见于«墨翟与耶稣»,或可目为解经之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笔者以为它更象是吴

雷川刻意为之的“曲解”.再举一例.吴雷川认为作为墨翟与耶稣的阶级基础是相同的,即来自平民

阶级.二人学说主张的意旨,就在从自身阶级立场出发,改造彼时社会;又因社会改造家的身份必为

在上掌权者所忌,故墨翟“老死无闻”,耶稣“以身殉道”.〔９５〕 此二者可谓“耶墨同途”.他又认为,耶稣

墨翟二人所收录的门徒弟子,阶级成份不尽相同.耶稣的门徒多为平民,墨翟的弟子则多知识阶层.
墨翟年岁久长,耶稣英年早逝.由是造成一种局面,即墨翟和弟子在世时,有机会接触上层阶级,长久

活动并于各国间实践墨家教义,且共同体内部凝聚力强.其后墨家流裔演变为游侠,潜藏民间;耶稣

及其门徒则终身不见容于世,无缘接触上行阶层,传教只好走秘密的群众路线.加之组织松散,耶稣

殁后门徒星散.早期教会则经使徒一心发扬宗教,终为建制所吸纳,而后更成为“国教”,比之墨家,反
而得以在政治上有所伸张.耶墨二家建制组织在创始人生前死后的命途迥异,可谓“耶墨殊归”.〔９６〕

然则基督教经使徒改造和建制吸纳后,已经偏离了耶稣的教训,虽有国家教会为荫庇而成主流势力,
却实在离耶稣本意相去甚远.故墨耶二教于今,一亡一兴,不可以外在规模之盛衰为判准,而应根据

何者更忠实于主义为依归.吴雷川在此褒扬墨家,以为基督教与墨家相比较,在忠实于主义方面,反
是“荣枯迥判”了.〔９７〕

持平而论,吴雷川上述判定,有诸多不合于史实的臆想成分.然在思想演绎上,则与他对耶墨二

家原始教义及主义的“归正”理路相一致.按其逻辑进行推演,则自然能得出墨学中绝一朝而斩,是因

为墨家后学忠实于墨翟教训;教会在后世得以兴旺,反是背离耶稣主义的结论.也难怪吴雷川会认

为,教会经过使徒的改造,“已全然不是耶稣的真面目,转不如墨之转为任侠,独不离其宗”、〔９８〕“教会

的兴衰,简直与耶稣的主义盛行与否根本无关”,〔９９〕此处言说扬墨抑耶可谓极矣.综上所述,吴雷川

在“耶墨对话”融入了自己对于社会改造的思考.墨子人格及墨子思想因其在“社会改造”之志业上与

耶稣人格与耶稣思想有相合辙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被吴雷川赋予了可和基督教相提并论的地位,甚
至在某些方面更为优胜.不过,若以正统教会的标准来看,则吴雷川的耶墨言说就近乎离经叛道了.
毕竟,吴雷川的“耶墨对话”显示出其对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就是说当改造

０６１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４Ｇ１５６页．
同上书Ibid,第２１４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８页．
同上书Ibid,第２１５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８页．
同上书Ibid,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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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为先于传福音的任务时,基督教神学就具有了工具性质.其政治哲学的面向更为彰显,教会神

学的面向反而潜藏.其对神学之态度尚且如此,其对墨学之态度,则更是显明可知的了.由此我们可

以认为,吴雷川之论“耶”与“墨”,乃是以“社会改造”为中心的.〔１００〕

结语

通过本文论述可见,中国基督徒在处理相关“耶墨对话”之议题时,他们的问题意识各有偏重,所
采取的解释方法亦各自相异,非遵循一个融贯统一的思想路径.吴雷川的«墨翟与耶稣»、王治心的

«墨子哲学»、张亦镜的«耶墨辨»,皆属彼时中国基督徒注墨解墨或会通耶墨的代表作品.他们或采兼

容的视角平议耶墨,或取排他的立场独成护教体文本.这些深具儒家经学教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很深的中国基督徒,选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异端和末流的墨子学说来和基督教思想进行相

互比较和相互映证,并以自身的宗教信仰认知图景介入基督教与墨学之间的对话,论著和文章皆呈现

出十分多元的面向,极大丰富了汉语神学和近代墨学的思想光谱.
观诸上述基督徒的“耶墨对话”,我们固然可以将之视作对“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基

督教与如何中国社会相适应”等宣教福传问题的回应,即谓“耶墨对话”乃一承继性的工作而非原创性

的工作———以其思想的演绎摆脱不了“基督教中国化”的路径依赖,而根本方法为“会通中西”,实质是

“利玛窦范式”的延续.〔１０１〕 然则笔者以为,此只为“耶墨对话”背后之意识形态考量的一极,而非全部.
从他们的论述中可见,所谓“耶墨对话”不仅溢出“比较哲学”的客观研究范畴,还走向“我注六经”的教

义归正,其中区别不过是“归正”之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对墨学的态度上,吴雷川最为为开放,张亦

镜则偏保守,王治心则居处开放和保守之间的中道.总之,中国基督徒的“耶墨对话”,在一定程度上

仍然归属基督教护教学范式,对话云云、比较云云,大体还是为维护神学主权而服务的.

１６１

〔１００〕

〔１０１〕

基督教学者朱心然先生指出,吴雷川之论“耶墨关系”的核心即在“耶墨二家如何改造社会”,二者在宗教上的联系能得以成

立,正在于吴雷川将二者皆目为从事社会改造事业之同志,并欲建立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在地乌托邦”.此一解经取向,又与吴雷川

晚年的社会主义倾向有关.见 ChuSinＧjan,WuLeichuan:AconfucianＧChristianinRepublicanChina(New York:PeterLangPress,

１９９５),p．１２４．
“利玛窦范式”,即自明末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入化传教以来所采取的福传策略.反映在“基督教如何适应中国文化”上,则主

要取“超儒、补儒、合儒”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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